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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权标准的提高，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演进解释不断更新《欧洲人权公约》内涵。条

约演进解释在实践中经历了显著演变，包括提高人权保护标准、契合国际法演变标准、限制缔约国个人

权利等。近些年随着环境权等新兴权利的出现，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公约》适用演进解释推动了第四

代人权保护法律框架的构建。欧洲人权法院将公约作为“活的工具”，在遵循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依据条

约的目的与宗旨，谨慎、渐进地探索出演进解释的适用问题及限制规则，包括遵循“民主社会必要原则”、

保持司法克制、明确条约解释的合理边界等。限制原则的提出有利于动态解释机制的完善，这为中国优

化条约解释、适应国际人权规则以维护国家利益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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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dapt to societ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human rights standard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continuously upda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hrough an evolving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This doctrinal evolution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practic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raising the standard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ligni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stricting individual rights of 
con-tracting states. In recent years, the emergence of new rights such as environmental rights has 
facilit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ourth-generation human rights legal framework through 
pro-gressive interpret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European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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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s the Convention as a "living instrument," and based on social consensus and the Con-
ven-tion’s purpose and spirit, it cautiously and gradual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evolving 
in-terpretation and its limitations, including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in a demo-
cratic society, maintaining judicial restraint, and clarifying the reasonable boundari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restriction principles contributes to the refinement of a dy-
namic interpretative mechanism,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China in optimizing treaty inter-
preta-tion, aligning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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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欧洲人权公约》作为第一个区域性国际人权条约，旨在保护和实现人权与基本自由。为了适应社

会发展以及人权标准的提高，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例法发展出“活的工具”原则，将公约视为动态文本，

在遵循社会共识尤其是欧洲共识的基础上，依据公约确定的“有效保护人权”的目的和宗旨，采用谨慎、

渐进的方式对公约进行动态性解释，这种解释方式可归纳为演进解释。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该解释方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国内研究聚焦于演进解释的适用规则完善、缔

约国意图的客观化标准及司法机构裁量权的限制。其中，吴卡认为演化解释是对人权条约的一种新的解

释或适用，基于社会共识的演化解释是一种合理的、最佳的选择。张乃根（2019）系统梳理国际判例，

指出演进解释需结合嗣后实践与国际法发展，避免碎片化。韩逸畴（2015）将时间转移对条约解释产生

的影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认为演进解释应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为基础，并做到尊重意义和文本。而国

外研究更侧重判例分析与法理基础的构建，乔治莱萨斯认为欧洲人权法院面临的挑战是将有效的权利保

护与尊重多样性之间实现平衡，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在适用演进解释时要充分考虑到自由裁量原则，这是

平衡二者的重要工具。埃里克·比约尔提出演化解释的“两阶段推理”，强调将术语的通用性和条约目

的相结合。由此可见，条约演进解释研究在方法论创新与实践适应性方面成果显著，但其适用规则模糊

性、不同地区适用差异性、司法任意性及主权冲击风险等方面仍需深入探讨。 
本文首先以《欧洲人权公约》适用演进解释为切入点，具体阐述适用该解释的背景及其演变过程，

指出欧洲人权法院将公约视为“活的工具”，通过动态解释适应社会发展与人权标准的提升。接着以环

境权、信息权、生物权等新兴权利为例，结合具体案件阐述演进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随后，

本文揭示了演进解释存在的问题，如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困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张以及

法律稳定性、可预见性的削弱。最后，提出适用演进解释限制规则，包括遵循“民主社会必要原则”、

保持司法克制以及明确条约解释的合理边界，从而使《欧洲人权公约》适应社会发展，拥有持久的权威

与活力。 

2. 《欧洲人权条约》适用演进解释的产生与演变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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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欧洲人权条约》适用演进解释的产生 

《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简称 ECHR），又称《保护人权与基本

自由公约》。这是第一个区域性国际人权条约，旨在促进《世界人权宣言》具体化。该公约涵盖一系列

基本权利和自由，不仅对二战后的欧洲大陆人权保护提供指引，也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人权保护国际化。

自公约制定后，于 1959 年成立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简称 ECtHR）作为其实

施机构，负责审理涉及解释和适用公约的案件。七十年来，法院通过审理具体案件与作出法律解释，不

仅推动了欧洲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欧洲人权法律体系的完善。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和人权观念的变化，欧洲人权法院需要通过国际条约解释来不断更新条约内涵，

以适应社会发展与人权标准的提高。1978 年蒂尔诉英国案（Tyrer v. United Kingdom）的判决中，法院明

确指出公约是一个“鲜活的法律文件”，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进行解释。这是欧洲人权法院首次在具体

案件中采取演进解释，这一解释方法要求法院在解释公约时，不仅要考虑其文本的字面意义，还要考虑

当前的社会条件和普遍接受的标准。这种解释方法允许法院超越条约起草时的概念框架，以确保公约适

应现代条件的发展。 
《欧洲人权条约》适用演进解释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与多个因素密切相关的。根据社会本体论

的观点，人权被视为时一种随着人权需求和实践的发展而演变的社会制度。这一理论认为，人权的概念

和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并且必须与《世界人权宣言》所基于的道德价值观相一致。此外，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第 31 条和第 32 条鼓励根据条约的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

加以解释。这为解释者超越条约文本，采取演进解释提供了法律依据。欧洲共识（European Consensus，
简称 EuC）是判断人权内容是否随时间而变化的重要标准，它认可法院超越不同地区对人权的理解，并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新的标准进行调整。例如，在 1998 年 Sheffield and Horsham v. UK 案中，由于社会

缺乏对于跨性别者在性别重置手术后应获得法律认可的共识，法院认为，在出生证明上不承认改变性别

标记这一规定并不侵犯人权；而在 2002 年 Goodwin 案中，基于社会对跨性别者的认识和理解得到了提

升，法院判决其存在侵犯人权的情况。这表明关于人权内容的社会共识并不是机械的，而是随着社会实

践而发展变化，因此对条约适用演进解释能够顺应欧洲共识的变化发展。总之，对《欧洲人权公约》适

用演进解释的产生是为了确保其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规范，从而满足社会对于人权需求

的提高。而演进解释不仅体现了人权内涵的丰富完善，也反映了国际条约与时俱进，顺应不同时代的发

展。 

2.2. 欧洲人权条约适用演进解释的演变 

演进解释（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又称演化解释、动态解释。“演进解释”主张条约应随着

时间和实践的演变而灵活变化，以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这种解释方法强调条约不应仅限于其文字的

字面含义，而是要考虑到缔约时的社会背景、时代变化以及条约的实际适用情况。自欧洲人权法院在 Tyrer 
v. United Kingdom 案中首次提出《公约》是一项“活的工具”这一原则后，法院在审理一些案件时开始

根据现代条件对部分条约进行解释，由此确立了《欧洲人权公约》应当根据现代条件进行解释的法律框

架，催生了演进解释在《欧洲人权条约》的适用。 
虽然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案件中经常适用演进解释，这一解释方法逐渐被各类国际组织所接受并使

用。然而，由于其不确定性和潜在的滥用风险，理论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其在合法性和合理性方面仍存

在争议。Malgosia Fitzmaurice 认为，演化解释公然违背传统国际法的核心——缔约国的同意，缔约国在

适用过程中无法明确其权力和义务，可能会导致条约文本内涵的预期无法实现。例如在“中美出版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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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准入案”中，国际司法机构仅根据条约术语的一般性将自身的“推定意图”等同于缔约国的“真实意

图”，从而忽视了中国做出承诺的目的和真实意图。一些学者们也认为法律应当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

Max Weber 强调法律的合理性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但这种演化必须在保持法律形式品质的前提下进

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机关过度依赖其主观判断，冲破法律框架，引发众多学者对适用演进解释

合理性的怀疑。 
欧洲人权法院在对《欧洲人权公约》适用演进解释过程中不断调整进步、扬长避短，促进公约在实

践中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其中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2.1. 提高人权保护标准 
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发展、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的增强，人权内涵日益丰富，保护范围日益扩

充，如互联网和个人数据保护、跨性别者权利的保护、健康环境权保护等，在演进解释的适用下得以不

断更新和发展。 
例如在 Siliadin v. France 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关注条约制定的目的和宗旨，对条约适用演进解释，首

次裁定其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4 条（禁止奴役、从属和强迫劳动），法院强调过去在第 3 条中归

类为“非人道和侮辱性待遇”的某些行为，在未来可能被重新分类为酷刑。这一案件对提高人权保护标

准具有重要意义。在 R.B. v. Hungary 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根据现代条件和社会实践，将种族歧视所引发

的口头攻击和身体威胁认定为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这一裁

决不仅扩展了身体暴力行为的范围，将防范种族歧视纳入人权保护范围之内，也进一步提高了人权保护

标准。 

2.2.2. 契合国际法演变标准 
欧洲人权法院在对部分条约解释时会参考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将案件纳入国际人权法框架之中，通

过对国际人权法中相关概念的参照来对《欧洲人权公约》适用演进解释，以推动公约中相关概念契合国

际共识，确保其判决与国际人权标准保持一致。在 Opuz v. Turkey 案中，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将案件与相

关国际人权文书和判例相结合，首次将家庭暴力视为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14 条（禁止歧视）的行为，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了有力的人权保护。随着对国际人权文书和判例的借鉴以及实践发展需要，欧洲

人权法院根据当代情况以及国际法演变标准进行解释，通过判例法不断扩充家庭权利适用范围，不仅包

括基于婚姻的家庭，还涵盖了如同居伴侣、收养家庭、非婚生子女家庭等其他形式的家庭关系。通过与

国际法的交流融合，更新和丰富家庭关系的内涵。 

2.2.3. 限制缔约国个人权利 
《欧洲人权公约》在适用演进解释中允许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公民的个人权利。然而，这种干预必

须是“为民主社会所必需”的，并且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尽管演进解释并不等同在公约所承认之

外增设或减少新的权利和义务，但在实践中考虑到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欧洲人权法

院在判决中存在着对公民表达自由、隐私权、宗教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在 Sahin 
v. Turkey 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支持土耳其政府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他人权利，特别是维护国家的教育系

统的世俗性，而限制女学生 Sahin 因佩戴穆斯林头巾进入教室的权利，这一判决结果引发学界关于《欧

洲人权公约》第 9 条（宗教信仰自由）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法院为了国家的世俗观念而缩小公民行使

宗教信仰自由，而法院认为土耳其的措施是在其可允许的 “民主社会所必需” 的范围之内，是为了平

衡宗教自由和国家的世俗理念等多元利益。针对如何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使用规则仍在

持续探讨之中。欧洲人权公约第 10 条针对网络言论自由也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适用了演进解释，言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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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虽然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并非绝对。为平衡其他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言论自由需要受到限制。 

3. 欧洲人权条约适用演进解释的司法实践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人权的概念和内涵丰富发展，第四代人权概念逐渐形成，

其主要包括环境权利、信息权利、生物权利等。这些新兴权利的出现对《欧洲人权公约》的适用带来挑

战，欧洲人权法院积极适用演进解释，将公约作为“活的工具”，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根据目的与宗

旨的路径，采用谨慎、渐进的方式，同时与个别传统人权联系起来。不仅保护了这些新兴权利，还推动

了第四代人权保护法律框架的构建。 

3.1. 环境权利 

环境气候变化对人类权利的影响已在全球范围内显现，甚至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产生威胁，

其主要表现在生命权、健康权、食品安全、居住权等各项基本人权中。在《欧洲人权公约》制定时，环

境权利保护问题在科学上尚未充分发展，也没有监管框架。因此，《公约》中并不包含关于保护人类“环

境权利”的条款。但欧洲人权法院根据现代条件需要，将公约作为“活的工具”，在遵循条约目的和宗

旨的基础上适用演进解释。通过将环境保护问题与健康权、生命权、人身自由等传统人权联系起来，间

接地保护了环境气候。 
瑞士老年女性气候保护协会等诉瑞士联邦案（Verein KlimaSeniorinnen Schweiz and Others v. Swit-

zerland）是欧洲人权法院在气候问责诉讼领域开创的先例。在评估瑞士政府是否违反公约义务时，法院

不仅根据现代条件考虑当前气候变化对个人权利的影响，也将公约看作一个“活的文件”，将环境污染

与《欧洲人权公约》第 2 条（生命权）和第 8 条（私人和家庭生活权）联系起来进行审判。最终法院裁

定瑞士政府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规定的义务，即保护公民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风险。

这表明公约作为一个“活的文件”，必须参照当今条件进行演变解释。而本案中将人权相关的法律延伸

适用于气候变化议题是对公约适用演进解释产生的结果。1994 年 López Ostra 诉西班牙案、2005 年

Fadeyeva 案、2009 年 Tatar 诉罗马尼亚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不仅关注缔约国政府的具体行为，还考虑了整

个欧洲人权体系的发展和演变。通过演进解释的方式判决其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所规定的隐

私权和家庭生活权。 
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在对气候环境问题中适用演进解释进行判决也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和挑战。公

约本身并未直接涉及环境问题，这可能使法院在解释时存在不确定性。法院对于适用的具体标准、要求、

限制并没有具体规定，由此引发了演进解释如何适用以及适用程度的争议。 

3.2. 信息权利 

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数据技术快速发展，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传播愈发广泛，个人隐私受到

威胁比例大幅度上升，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受到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欧洲人权法院适应社会发展变

化，运用演进解释方式对《欧洲人权公约》灵活运用，在多个案例中将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纳入隐私

权范围内。并且逐渐产生关于数据保护的关键原则，其中包括数据收集的合法性、数据保护可预见性、

用途合法目的性、公平处理性、安全性等。 
1987 年 Leander v. Sweden 案是最早涉及数据保护的案例之一，法院裁定秘密警察登记册中存储和传

播个人数据的行为侵犯了《公约》第 8 条中规定的隐私权。这项判决不仅反映法院在处理现代数据问题

时积极适用演进解释，而且为后续信息数据保护提供指导，推动了个人数据信息保护在《欧洲人权公约》

法律框架内发展。考虑到敏感个人数据与公民基本权利联系的紧密型，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中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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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公约字面含义，强调对敏感个人数据的保护，如健康数据、种族或民族起源数据等。例如在 Z. v. 
Finland 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健康数据的保护问题时，强调尊重健康数据保密性的重要性。确认了

了申诉人 Z 个人健康信息的保密性，未经个人同意公开此类信息是不可接受的。法院指出，保护个人数

据，尤其是医疗数据等敏感个人数据，对保护个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享有的尊重私人和家庭

生活的权利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其判例法以及适用演进解释，在《公约》第 8 条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

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框架。这些判决不仅反映了对隐私权和数据保护权的灵活理解，也展示了法院在适

应数字时代挑战方面的努力。 
然而，欧洲人权公约并未直接赋予个人数据信息保护的独立权利，个人数据信息保护的范围、个人

数据信息与隐私权的界定、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等方面仅通过对条约适用演进解释

是无法解决的。例如在 Antovic and Mirkovic v. Montenegro 案中，法院未能明确界定数据保护与隐私权重

叠方式、程度的范围。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演进解释和法律改革来解决。 

3.3. 生物权利 

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生物权利的案件时，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生物医学技术和社会共识，通常对《公

约》适用演进解释。这种解释方法不仅反映了根据现代条件对原有法律框架的灵活运用，也体现了公约

随着新兴科学领域而演变调整。通过适用演进解释，法院不再拘泥于《公约》文字本身，还加入对于非

人权工具和软法人权文件等的考虑。通过遵循国际社会共识的发展来确保《公约》的解释及其判决能够

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法律体系。 
2002 年 Christine Goodwin v. U K 案是欧洲人权法院在保护跨性别者权利的重要里程碑案件，该案的

争议在于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跨性别者的法律性别身份，导致 Goodwin 无法更改其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信息，

从而影响了她的婚姻权、隐私权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不同于 1986 年的 Rees v. United Kingdom 案，

法院根据当时社会关于保护跨性别者权利的需求增加以及医学技术的进步，裁定婚姻的概念已经发生变

化，英国政府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和第 12 条（婚姻权）。此

外，欧洲人权法院在 Yo v. France 案中首次裁定国家当局拒绝在出生证明上使用“中间性别”或“跨性别”

表述构成对私人生活尊重权的侵犯。Costa and Pavan v. Italy 案中，法院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私

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应当被广泛理解，认为 Costa 和 Pavan 享有通过医疗辅助生殖技术（IVF）和植入

前遗传诊断（PGD）等医疗技术拥有一个健康且没有遗传疾病的子女的权利。 
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强调《欧洲人权公约》作为“活的工具”，需要根据现代条件以及生物医学变革

来进行解释。但这种方式有时会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例如在 VO v. France 案中，法院未能

明确回答未出生婴儿是否符合《公约》第 2 条的人身资格问题，这表明在生命权的起始时间上缺乏明确

的标准。同时，在实践中法院的解释常常依赖于法官的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背景，这种主观性可能导致对

涉及生物权利案件的不同解读。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也是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4. 《欧洲人权公约》适用演进解释存在的问题及其限制 

4.1.《欧洲人权公约》适用演进解释存在的问题 

4.1.1. 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难以平衡 
《欧洲人权公约》的核心价值在于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同时《公约》并未排除对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如第 8 条允许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而对关于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进行合理限制，以及第 15 条规定允许



范露文 
 

 

DOI: 10.63313/Law.8007 56 法学年鉴 
 

在紧急情况下限制某些权利。“合理限制”的程度以及如何界定“紧急情况”等未明确规定的“模糊地

带”，这些可能会通过适用演进解释而被利用。换句话说，在实践中法院可能会超过演进解释的范畴，

对条约进行超出其目的和宗旨的扩大解释，由此导致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难以平衡。同时，面对日益复

杂的全球安全威胁，国家在行使公共利益方面的诉求也愈加迫切。这也促使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更加难

以平衡。例如在 S.A.S V. France 中，欧洲人权法院以维护“共同生活”的社会秩序为由认可法国政府的做

法，认为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服饰是合理的。这一判决引发争议，不少学者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利用

“共同生活”这一模糊概念，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一小部分人们的基本权利。1976 年 Handyside v. UK
案则反映了公民言论自由与公共道德之间难以平衡的问题。 

4.1.2. 过度扩大司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 
欧洲人权法院在解释《欧洲人权公约》时遵循“活的工具”原则，这种解释方法虽然有利于随着社

会变化发展而不断拓宽人权保护范围，更新人权保护体系，但也引发了有关过度扩大司法机构自由裁量

权，造成司法造法的争议。有些学者提出欧洲人权法院在某些案件中通过“自主解释”和“演变解释”等手

段，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在事实上创设了新的权利义务。2011 年的 M.S.S v. Belgium 案

中欧洲人权法院首次明确了“安全国家”假定的例外情形，即成员国应评估送回行动是否会导致避难寻

求者遭受非人道对待。然而，法院将自由裁量权条款变成义务性条款的做法受到了批评，这已经超越了

司法机构权限，有司法造法之嫌。关于 Tysiac v. Poland 案，法官 Javier Borrego 批评法院的裁决超出了公

约的语言、目的或意图，法院在该案中“走得太远”，这是对公约的过度扩展。Lord Sumption 也指出对

于隐私权过于宽泛的解释可能会导致司法权不受法律约束而过分行使。这反映了在实践中关于平衡司法

能动性和法律演进性仍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 

4.1.3. 减损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它们确保了法律的确定性和可依赖性，从而为个人和社会提

供了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维护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不意味着法律条约的僵化，其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

逐渐发展。但从实际的判例来看，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经常被批评缺乏明确性、公约适用不统一性、审

查标准不可预测性等问题。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演进解释所具有的灵活性易导致对公约适

用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法院没有提供明确的标准来判断何时应采用新的解释原则或调整现有权利的范

围。例如在 Goodwin v. United Kingdom 案中，由于法院未能提供明确的共识或条约演变趋势标准，导致

法律标准的缺失，使得英国政府无法预知欧洲人权法院如何因社会趋势变化而作出与先前类似案件不同

的判决结果。在实践中，《欧洲人权公约》在适用演进解释方法时可能会导致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发生

变化，甚至引入全新的概念或适用范围。例如，法院在某些案件中将过去可能不构成酷刑或非人道待遇

的行为解释为违反条约之行为。这种做法超出缔约国在签订条约时可以预见的范围，损害了条约的稳定

性和可预见性。 

4.2. 演进解释的限制原则 

菲兹莫里茨（Fitzmaurice）曾经指出 ：“目的原则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但前提是不能超越合理解

释的限度，或者使法院从事一种本质上是立法的活动，这是不被允许的”。公约既要保障人权的动态发

展，也要维护法律确定性。如邢爱芬教授指出，过度扩张的演进解释会动摇“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损

害成员国对公约义务的可预见性。 欧洲人权法院为了在人权普遍性与国家主权、法律稳定性与社会进步、

司法能动与民主问责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在判例中总结出适用演进解释需遵循的原

则：遵循“民主社会必要原则”、保持司法克制、明确条约解释的合理边界，旨在确保解释过程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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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正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条约的动态适应性和国际法体系的整体协调性。 

4.2.1. 遵循“民主社会必要原则”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 15 条的规定，法院允许为了“社会民主的需要”、“保护国家利益或者公

共安全”以及“保护健康和道德”等原因，限制基本人权和自由。而在适用原则上，欧洲人权法院强调

需遵循“民主社会必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任何对人权的限制必须是为了回应社会紧迫的需求而“不

可或缺”的，并且与所追求的合法目的成比例。同时，欧洲人权法院还强调在缺乏欧洲范围内共识的情

况下，国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允许各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和公共利益来决定何

种措施是必要的，但欧洲人权法院对此有监督权。这要求缔约国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在适用演进解释时要

谨慎辨别是否超越了民主社会所必要的程度,从而根据具体案件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科斯塔指出，

法院在评估限制公约权利的措施时先考虑程序合法、内容合法问题，然后依据民主与法治的价值观,在
“ 比例原则” 基础上评价对公约权利的限制是否符合民主社会的必须。而衡量“必须”的标准应该根

据现代条件而不断调整，由此才能在对《欧洲人权公约》适用演进解释的过程中严格遵循“民主社会必

要原则”。 

4.2.2. 保持司法克制 
欧洲人权法院在解释《欧洲人权公约》时虽然常常适用演进解释，允许根据当代条件对公约进行解

释，但这种解释必须在不超出公约原始意图的前提下进行。《欧洲人权公约》第 19 条明确规定，欧洲人

权法院的职能是“确保各缔约国遵守公约义务”，而非创设新权利或扩大自身权限。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仅限于公约既有条款的适用，不能替代缔约国的立法或行政职能。演化解释允许对公约中含义不确定的、

变化的概念根据现在的情势进行解释，但不允许将全新的概念或概念适用领域引入公约，因为立法的职

能属于各成员国。此外，司法机关对案件适用演进解释时首先应当以缔约国在某些领域的普遍共识为基

础，例如在 Tyrer v. UK 案中，法院以多数欧洲国家已普遍批判体罚为由，认定曼岛的做法违反公约第 3
条。然而，当缺乏共识时，法院适用演进解释时则需倾向于尊重缔约国的自由裁量权，充当监督审查作

用。法院在必要性审查方面，基于辅助性原则而应当保持司法克制。辅助性原则是指，尽管缔约国必须

普遍遵守一定的标准，但是每一个国家对人权保护负首要责任，其更了解国内形势。而国际监督机制只

能扮演辅助性角色。例如在 S.A.S. v. France 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充分考虑法国国内现实情况，对法国禁

止公共场所蒙面服饰的立法表示尊重，指出法院的职责是审查立法是否符合公约的“必要性”标准，而

非替代国家进行社会政策决策。此案体现了司法克制与演进解释的平衡。 

4.2.3. 明确条约解释的合理边界 
演进解释虽然强调根据事实情况灵活调整，但仍然注重明确解释的合理边界。对于人权类条约，应

严格限制适用演进解释。认可和维护人权是国家的初心和使命，是国际良法和全球善治的支撑性精神理

念。然而某些西方国家利用演进解释随意扩展自身权力，干涉他国内政，损害他国人权保护。因此，对

于《欧洲人权条约》适用演进解释的方法应作严格限制，即除非违反强行法和“对一切”义务，否则未

经一国同意或认可，其他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得采取此种方法而损害一国主权，或者以人权高于主权

为借口侵犯他国主权。 
而采用合理的演进解释方式解释《欧洲人权公约》时应强化解释的透明性和一致性。欧洲人权法院

在对公约进行演进解释时通常以欧洲共识为前提，因此需要推动欧洲共识的标准化，强化欧洲共识的适

用。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统一重要权力的适用标准，减少解释适用的不稳定性。对于诸如数字经济之类的

较为成熟的领域可以直接依据欧洲社会共识进行解释适用。同时对于某些缺乏明确共识的领域设计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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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吸纳不同国家有关该领域的主流观点以供参考适用，尊重成员国的“裁量余地”。结合缔约国的

嗣后实践判断其是否默许对该领域进行动态解释。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在 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 中承

认同性伴侣关系，对于这一新兴领域以多数成员国已立法承认为依据。其次，设定解释的外部边界，禁

止创设全新权利。如不得将直接环境权直接纳入公约框架；尊重条约目的与宗旨，如不得以演进解释削

弱生命权的绝对保护；遵循善意原则，如对紧急状态下的权利限制需严格审查必要性。典型案例包括

Mangouras v. Spain，法院拒绝降低环境保护案件中保释金标准的保护水平，明确“演进解释不得逆向减

损既有权利”。 

5.结语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国际人权保护体系的构建，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

国际人权保护制度为参考，根据我国国情构建属于中国特色的人权保护体系。《欧洲人权公约》的演进

解释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司法能动性实现传统文本与现代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中国而言，其借鉴意义

不在于制度移植，而在于方法论启示。该解释机制对我国司法实践提供了间接性借鉴，推动国内法与全

球规范接轨，提高了人权保护机制的优化空间。同时，适用演进解释的限制规则为中国更加全面地了解

国际条约解释内容，灵活履行国际条约中的义务，防范部分国家错误适用演进解释侵犯本国利益提供了

借鉴和经验。中国在坚持人权保障的特色路径下，通过渐进式改革增强法律体系的适应性，同时以更加

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规则塑造。这种双向互动既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也为中国法

治现代化提供了多元化的参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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